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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抗疟不要怀着“送礼”心态

在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上，中国提出了对非抗疟的“八项援助举

措”，不管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

在不同程度地为非洲提供检测设备、抗

疟产品等。特别在实现消除疟疾后，中国

官方与民间一直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等国际机构加速推动“中国抗疟”

经验在非洲的落地。

立足全球抗疟的视角，中国未来该

如何参与全球的抗疟工作？为此，《医

学科学报》采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

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所

长王泺。

援外抗疟有助巩固除疟成果

记者：参与全球抗疟，对我国有什么

益处？

王泺：第一，输入性疟疾始终存在。

蚊子（按蚊）作为疟疾的传播载体，是流

动的。随着气候变化，疟疾传播形势更加

严峻，东南亚、非洲等国家疟疾病例增

加。如果我国没有关口前移，进行对外援

助抗疟，就会面临输入性疟疾本地化传

播的风险。

第二，海外工作的中国员工有强

烈的抗疟需求。中国人不像非洲人有

疟疾抗体，一旦感染极易发展为恶性

疟疾。为了维护海外务工人员的安全，

我们责无旁贷。

记者：中国在全球抗疟工作中有何

优势？

王泺：中国有两大优势：第一，人员

优势，我国公共卫生人员在抗疟方面有

能力、有水平。第二，产品优势，特别在

2015 年屠呦呦因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后，青蒿素有了品牌效应，

但相关药品仍然需要世界卫生组织的

PQ（预认证）评估。此外，我国在抗疟药、

防蚊媒的蚊帐、杀虫剂和检测试剂方面

都具有优势。

记者：PQ 评估对国内企业有哪些

意义？

王泺：对企业来说，完成 PQ评估需

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很多小企业难以承

担。但企业要想在抗疟领域有所建树，必

然要通过 PQ评估这个国际门槛。

早在 2006年，中国就开始帮助东非

岛国科摩罗推进抗疟项目，并使该国于

2017年取得了疟疾发病率下降 99%、疟疾

病例零死亡的显著成果。但一些西方国家

对青蒿素药品治疗存在争议，因为当时发

放的药物尚未通过 PQ评估。

因此，我们不能仅靠双边援助，强行

让受援国接受我们的标准。我国的援助

应该提高国内企业在国际中的竞争力，

而完成 PQ评估就是最好的方式。

继续挖掘抗疟优势

记者：在国际抗疟工作中，中国的机

遇和努力有哪些？

王泺：在抗疟方面，我国有两方面的

机遇。第一，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降本增

效，进一步降低产品价格，扩大数量，促

进产品的可及性。

第二，增加资金投入。我国要加强双

边援助，为重点国家援助具有公共属性

的产品；帮助对方国家建设自己的抗疟

体系；加强技术合作，把中国抗疟模式、

我国对抗疟的援助支持与对方国家本土

抗疟工作结合得更紧密。

记者：中国还有哪些潜力有待挖掘？

王泺：第一，产品方面。我国产业链全

面且完整，西方国家提供资金，但没有自

己的产业链，只能从我国或印度采购。在

抗疟药物研发领域，西方国家并没有处于

一线，处于一线的是我国和印度。如果十

年后消除疟疾，没有国际合作后，我国的

相关企业就会萎缩。因此我国要把握住十

年窗口期，把条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

贡献力，用产品直接促进可及性。

第二，我国具备在发展中国家转移

产能的能力。新冠疫情暴发后，非洲国家

不再坐等国际援助，开始寻求发展本土

生产力。我国企业可以在海外投资建厂，

推动他国本土化生产力发展，回应非洲

国家本土化生产的诉求。

创新援外抗疟模式

记者：中国援外抗疟可以借鉴哪些

国际经验？

王泺：国际上有个经验很值得借鉴，

虽然我们不一定能马上学会，但要着手

去做。国际抗疟有类似俱乐部的机构，其

中有针对产品提供的，有针对抗疟政策

制定的，WHO、盖茨基金会等工作人员

在这个俱乐部里流动调查，分析采购需

求、资源配置。

我国应加入其中，了解抗疟需求，逐

渐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具体可以从几个

方面着手。第一，依托我国的优势产品，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第二，我国抗疟专家

有自己的特长，他们可以整合资源，整体

地做抗疟工作。第三，抗疟需要产学研协

作，虽然艰难，但要让国家了解我们正在

做的工作需要哪些支持，才能从实际上

解决问题。第四，客观看待国际规则，努

力完成 PQ评估，让支援药品进入非洲

国家，真正用于临床。

记者：目前中国参与援助的方式有

多边援助和双边援助，这两种援助模式

间有竞争吗？

王泺：我国目前以双边援助为主，多

边援助薄弱。因缺乏国际体系运作的常

识，我国在做决断时模糊不清，亟须发展

多边援助。

其实“送礼物”的援助逻辑最初并没

有问题。刚开始援助其他国家时，我国国

力较弱，但随着我国国力逐渐增强，如果

还按照最初“送礼物”的援助逻辑帮助别

国，就无法发挥我国的优势和影响力。

美国在对外援助之初就是超级大

国，几十年来对外援助的逻辑没有变化。

而我国对外援助时就要考虑身份转变、

内容提供和政策联系，如果转变不好反

受其害。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因丁思月

疟疾传播载体按蚊。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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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防控没有“休止符”另外，我国还制定了《防止疟疾输入

再传播管理办法》和《疟疾消除后防止再

传播技术方案》，从政策和技术层面指导

全国开展消除疟疾后工作。

但记者在采访调研过程中了解到，

我国部分省级医疗机构的输入性疟疾诊

治能力不尽如人意。

“我们不能像防控新冠病毒的特殊

时期那样通过关闭国门或减少航班阻止

或减少传染源输入，因此，防止输入再传

播的首要条件是能够及时发现输入的传

染源。而医疗机构是及时发现输入传染

源的关键。”高琪说。

另外，疟疾消除后的风险评估、防止

再传播技术方案也不应完全采用消除阶

段的经验。“我们对境外输入疟原虫的病

原生物学特征尚不完全清楚，对境外输

入的疟原虫在本地传播的可能性和传播

动力学特征等也缺乏了解。”高琪认为，

当前亟须研究本地传疟媒介对远距离输

入的疟原虫虫株是否具有与本地疟原虫

虫种相同的易感性，我国的间日疟 8日

疗法加休止期根治的方案是否适合境外

输入的间日疟病例。同时开发更精准的

病原溯源技术和复发病例判定等技术。

目前，全球正处于防控疟疾的重要

关头。WHO 在《2016—2030 年全球疟

疾技术战略》中制定了到 2030年将全球

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在 2015年的基础

上降低 90%的宏伟目标。同时重点提示，

在实现消除疟疾目标的国家须防止再次

发生传播。事实上，实现消除疟疾的国

家将面临本地疟疾传播媒介和境外输入

疟疾长期并存的局面和挑战。

“要想走得更快，就一个人走；要想走

得更远，大家一起走。”曹俊表示，中国应该

积极参加国际抗疟合作，交流值得其他国

家借鉴的疟疾防控经验，并为全球提供更

多质优价廉的抗疟产品，这既符合国际社

会的期待，也是本国防控的要求。不仅有

助于巩固我国消除疟疾的成果，也将助力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现了共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感。

此外，为加快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消除

疟疾的目标，自 2021年起，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

金会已开始联合资助一系列国际合作开

发的关于传疟媒介控制的创新解决方案。


